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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国家治理

多维视域下的中东国家人口治理探析∗

陈小迁

摘　 　 要： 人口治理是中东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东国家的人

口治理既有共性特征，也存在一定差异。 当前，青年人口膨胀、跨境移民增

加和宗教、民族方面人口结构变动等问题，为中东国家的政治稳定埋下了

隐患。 中东国家的经济发展则受到人力资源矛盾以及城市化进程中劳动

力超载集聚问题的挑战。 在社会文化方面，人口的婚育观、性别观受制于

传统保守观念，异质化的族群意识则削弱了社会文化观念的整体属性。 在

近年来中东国家治理转型的背景下，限制人口规模，提升人口素质，引导人

口文化向现代转变，是破解中东国家人口治理困境的重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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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东变局发生后，地区国家在动荡局势中艰难地开启了国家治理转型进程。 然

而，历经 ７ 年多的调整与变革，许多国家仍远未走出阴霾，深陷治理困境之中。 中东

国家的治理失范，既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矛盾共同作用的结果，也受到

长期积累的人口问题的深刻影响。 就该地区的人口问题研究而言，国外学界的成果

较为丰富，概括起来包括三种类型：一是人口问题的整体研究，如迦德·吉尔伯（Ｇａｄ
Ｇ． Ｇｉｌｂａｒ）通过对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东地区人口控制政策的研究，指出地区国家处于

人口增长引发的经济困境之中①；二是聚焦于中东国家青年、移民、妇女、民族等问题

的专题研究，如拉奎·阿萨德（Ｒａｇｕｉ Ａｓｓａａｄ）等对中东青年问题的考察，强调政府应

强化青年技能，使年轻化挑战转变为发展机遇②；三是对中东变局衍生的特定问题的

研究，如艾曼·哈瓦德·塔米米（Ａｙｍｅｎｎ Ｈａｗａｄ ａｌ⁃Ｔａｍｉｍｉ）对叙利亚内战中人口变

动的考察，他认为巴沙尔政府推行增加什叶派人口数量的政策，以在未来叙政治重

建中增添砝码。③

当前，国内外学界基本没有将人口问题纳入到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

研究范畴中。 中国学界对中东人口问题的研究也并非显学。④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国家治理体系

涵纳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要素。 西方学者注重将治理理论应用于政治、管
理、经济等学科领域的研究。⑤ 基于国家主义治理路径，有学者指出，治理是政府政

策执行能力的体现。⑥ 与此同时，作为国家治理的政策制定与实施基础，人口治理与

政治群体、社会结构、阶层分离、发展质量等密切相关，成为中东国家治理体系的重

要一环。 因此，分析中东国家人口治理的特征与类型，探索其人口治理与政治、经
济、社会、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对理解当前中东国家治理困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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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东国家人口问题及其治理的共性与差异

人口问题的产生与发展，必然受到历史与现实条件的制约及影响。 对于中东国

家而言，它们之间有着大致相似的发展经历和制度特征，在人口增速、人口再生产、
治理模式等方面具有一定共性。 然而，由于不同的资源禀赋、时局因素、治理能力与

人口矛盾，中东各国的人口治理又显现出一定的差异。
中东国家的人口问题及其治理的共性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其一，人口增速高，

人口规模大。 当前中东地区人口平均增速达 １．８４％①，在世界各地区中高居第二

位。② 依照指数增长模型估算，２０５０ 年中东地区人口数量将接近 ７ 亿，其中西亚地区

为 ４．５ 亿人，北非地区为 ２．４ 亿人。③ 其二，基于人口增长快所致的人口总量大，中东

国家的人口死亡率相对较低，出生率及自然增长率较高，人口再生产模式仅处于由

原始向现代的转变期，形成了庞大的人口存量。 其三，除个别国家及社会群体外，中
东国家人口治理普遍受到伊斯兰文化的深刻影响。④ 其四，各国政府是人口治理的

责任主体，社会力量的作用并不显著。⑤ 因公共部门治理能力较低，中东国家的人口

治理大体属于妨碍型管制模式。⑥

根据不同的标准，中东国家的人口问题及其治理特点大致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 从自然资源与人口治理的关系方面看，大多数中东国家表现为过度人口

与匮乏的自然资源之间的矛盾。 中东地区可耕地占土地总面积的平均值仅为 ４．７％，
不到世界平均值的一半⑦；２０１６ 年中东人均可用水资源为 １，０７６ 立方米，比世界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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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１６， ｐ． １３．
妨碍型管制，即在政治治理能力低下、治理结构僵化的情况下，私人部门无法融入到治理体系中，而公

共部门又缺乏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甚至横加干涉、妨碍私人部门的行为，对其产生负面影响。 介入型管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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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７，４２４ 立方米，预计 １０ 年后还将下降 ２０％左右。① 自然资源的匮乏导致中东国家

粮食自给能力差，每年超过 ５０％的粮食依赖进口，使其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② 当

然，对于油气资源丰富的海湾国家而言，石油财富支撑起了庞大的日常生活与基础

设施开支，暂时掩盖了自然资源短缺的问题，甚至面临着过度浪费与自然资源加速

消耗的双重压力。 例如，沙特第三个五年计划（１９８０～１９８５）期间，政府加大对灌溉农

业的补贴力度，加之不科学地利用水资源导致地下水位骤降，地表植被退化。③ 此

外，海合会国家普遍缺乏节约能耗意识，不仅能源“近似于免费”，政府还缺乏对经济

型低能耗产品的补贴刺激政策。 例如，部分卡塔尔民众在夏季外出度假时不关闭家

中的空调，只是“为了回来时室内凉爽如初”。④

第二， 由于地区冲突与人口的关系并无规律可言，并非所有中东国家都是可根

据指数模型预测的稳定型人口变动，部分国家可能表现为人口突变模式。 饥荒、战
乱等因素都会造成人口数量骤然增减、年龄或性别结构失衡等结果。 ２１ 世纪初以

来，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也门的战争对这些国家的人口问题影响很大。
由于战乱的烈度和持续时间不同，伊拉克与叙利亚人口受到的负面影响最为明显。
从 ２００３ 年至 ２００８ 年，伊拉克成年男性死亡率增加了 ３１．１６‰。⑤ 对于叙利亚而言，
在巴沙尔总统第二任期（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４）内，尤其是 ２０１１ 年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叙利

亚成年男性死亡率直线上升，至 ２０１６ 年上升了 １２０．８１‰，其中 ２０１２ 年死亡率达到峰

值（２８９．９‰）。 在此期间，叙利亚的人口预期寿命下降了 ３．８４２ 岁，其中 ２０１４ 年达到

最低点（６９．８２ 岁）。⑥ 人口变动造成这些国家国内男女比例失调，年龄结构失衡，人
口空间分布发生逆转，不利于战后国家重建以及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第三，从人口治理的水平与能力方面看，以生殖健康服务体系为衡量标准⑦，中

·０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Ｓｈｏｂｈａ Ｓｈｅｔｔｙ， “ Ｗａｔｅｒ，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Ｒｅｇｉｏｎ，”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Ｒｅｐｏｒｔ， Ｊｕｌｙ ２００６， ｐ． ３； Ｋａｒｉｍ Ｅｌｇｅｎｄｙ， “Ｈｏｗ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ｉｓ Ｙｏｕｒ Ｏａｓｉｓ？：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Ｃｉｔｉｅｓ，” Ｃａｒｂｏｕｎ， Ｊｕｌｙ ２２，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ａｒｂｏｕｎ． ｃｏｍ ／ ｅｎｅｒｇｙ ／ ｈｏｗ⁃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ｉｓ⁃ｙｏｕｒ⁃ｏａｓｉｓ ／ ，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２ 日。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ｈｔｔｐ： ／ ／ ｗｅｂ．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 ／ ＷＢＳＩＴＥ ／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 ＭＥＮＡＥＸＴ ／ ０，，ｃｏｎｔｅｎｔＭＤＫ：２０５２８２５８ ～ ｐａｇｅＰＫ：１４６７３６ ～ ｐｉＰＫ：２２６３４０ ～ ｔｈｅＳｉｔｅＰＫ：
２５６２９９，００．ｈｔｍｌ，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Ｔｉｍ Ｎｉｂｌｏｃｋ ａｎｄ Ｍｏｎｉｃａ Ｍａｌｉｋ，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０７，
ｐ． ８５．

Ｓｔｅｆｆｅｎ Ｈｅｒｔｏｇ， “Ｒｅ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ｌ Ｂａｒｇａｉｎ ｉｎ ｔｈｅ ＧＣＣ，” ｉｎ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Ｈｕｄｓｏｎ ａｎｄ Ｍｉｍｉ Ｋｉｒｋ，
ｅｄｓ．， Ｇｕｌ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ｉｎ ａ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 Ｈａｃｋｅｎｓａｃｋ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 Ｗｏｒｌｄ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２０１４， ｐ． ３５．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Ｒａｔｅ， Ａｄｕｌｔ， Ｍａｌｅ （Ｐｅｒ １，０００ Ｍａｌｅ Ａｄｕｌｔｓ），”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ｃｎ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ＳＰ．ＤＹＮ．ＡＭＲＴ．ＭＡ？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ＳＹ⁃ＹＥ⁃ＩＱ⁃ＬＹ，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１７ 日。

“Ｌｉｆｅ Ｅｘｐｅｃｔａｎｃｙ ａｔ Ｂｉｒｔｈ， Ｔｏｔａｌ （Ｙｅａｒｓ），”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ｃｎ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ＳＰ．
ＤＹＮ．ＬＥ００．ＩＮ？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ＳＹ⁃ＹＥ⁃ＩＱ⁃ＬＹ，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１２ 日。

如果该体系存在缺陷，将造成大量非计划性怀孕的结果，并拖累个人、家庭及社会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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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各国的差异较为明显。 ２０１６ 年 １９ 个中东国家育龄女性采用避孕措施及现代避孕

措施的平均比例分别为 ４９％和 ３６％，远低于 ６２％及 ５６％的世界平均水平。① 根据避

孕普及率（占 １５～４９ 岁女性百分比），中东国家可分为四类：一是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的国家，伊朗与土耳其均超过 ７３％，这得益于两国完善的生殖健康服务体系以及民

众较高的人口再生产意识水平；二是高于地区平均水平（５７．６６％）但低于世界平均水

平的国家，埃及、以色列、巴林、摩洛哥、约旦等国的避孕普及率在 ６０％左右；三是低

于地区平均水平但避孕普及率达到 ５０％的国家与地区，如叙利亚、伊拉克、科威特、
巴勒斯坦等；四是生殖健康服务体系极不完善的国家，如阿富汗和海湾君主国等。
其中，阿拉伯半岛的避孕措施采用率大多不及 ３０％。② 这既与国家人口政策与治理

能力有关，也受到民众文化观念与人口意识的制约。
第四，中东国家的人口治理主要有四种类型：一是以阿尔及利亚、埃及、突尼斯

为代表的干预型人口治理政策。 这些均为共和制国家，它们建立了诸如埃及国家计

划生育委员会（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ａｍｉｌｙ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Ｂｏａｒｄ）等机构，旨在控制人口的增长速度，
从而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降低自然资源的消耗速率。③ 二是以沙特阿拉伯等海湾

君主国为代表的替代型人口治理政策。 这些国家的人口核心矛盾是外来人口比重

过高和劳动力市场本国人口不足的问题，因此不实行生育控制，采取如“沙特化”、
“阿曼化”等劳动力替代政策。 三是以土耳其、伊朗等国为代表的增长型人口治理

政策。 这些国家近年来生育率下降，老龄人口增多，因此鼓励人口增长或保持现

有人口增速。 如伊朗自 ２０１２ 年开始禁止育龄妇女采取永久性避孕措施，鼓励青年

早婚，旨在提高出生率。④ 四是以巴林、叙利亚为代表的转换型人口治理政策。 这

些国家的统治阶层与民众的教派相异，并且在人数上相差悬殊。 出于政治考虑，统
治者们大量归化本教派的外籍人口，或驱逐压制其他教派的民众，试图扭转人口数

量的天平。⑤

·１６·

①

②

③

④

⑤

“２０１６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 Ｓｈｅｅｔ： Ｗｉｔｈ ａ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Ｈｕｍａｎ Ｎｅｅｄｓ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ｕｒｅａ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ｐｒｂ． ｏｒｇ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Ｄ ａｔａｓｈｅｅｔｓ ／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６⁃ｗｏｒｌｄ⁃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ａｔａ⁃
ｓｈｅｅｔ．ａｓｐｘ，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２４ 日。

“Ｃｏｎｔｒａｃｅｐｔｉｖｅ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ａｎｙ Ｍｅｔｈｏｄｓ （％ ｏｆ Ｗｏｍｅｎ Ａｇｅｓ １５ － ４９），”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ｃｎ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ＳＰ．ＤＹＮ．ＣＯＮＵ．ＺＳ？ｅｎｄ ＝ ２０１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ＺＱ⁃ＹＥ⁃ＣＹ＆ｓｔａｒｔ ＝ １９８１＆ｖｉｅｗ ＝ ｃｈａｒｔ， 登录

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２２ 日。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２０１１，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１３，

ｐｐ． １５４－２５６．
Ｌｉｚｚｉｅ Ｄｅａｒｄｅｎ， “ Ｉｒａｎ ｔｏ Ｂａｎ 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 Ｃｏｎｔｒａｃｅｐｔｉｏｎ ａｆｔｅｒ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Ｃｌｅｒｉｃｓ Ｅｄｉｃｔ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１，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ｃｏ． ｕｋ ／ ｎｅｗｓ ／ ｗｏｒｌｄ ／ 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 ／ ｉｒａｎ⁃ｔｏ⁃ｂａｎ⁃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
ｃｏｎｔｒａｃｅｐｔｉｏｎ⁃ａｆｔｅｒ⁃ｉｓｌａｍｉｃ⁃ｃｌｅｒｉｃｓ⁃ｅｄｉｃｔ⁃ｔｏ⁃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９６６２３４９．ｈｔｍｌ，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Ｓｉｍｏｎ Ｍａｂ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ｔｔｌｅ ｆｏｒ Ｂａｈｒａｉｎ： Ｉｒａｎ⁃Ｓａｕｄｉ Ｒｉｖａｌｒｙ，”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Ｖｏｌ． １９， Ｎｏ． ２， ２０１２，
ｐ．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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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人口治理与中东国家的政治稳定

自 ２０１１ 年至今，中东地区持续动荡，从国家内战，到地区教派冲突、极端伊斯兰

势力兴起，再到难民危机等跨地区问题，无不侵蚀着原本就很脆弱的中东国家治理

体系的根基。 在当前中东国家的政治合法性受到持续冲击的背景之下，人口治理过

程中存在的多重问题为政治稳定埋下了隐患。
第一， 中东地区迅速膨胀的青年人口，成为群体性政治运动之源。 由于生育率

飙升、人口存量过高等原因，近年来中东地区的人口年龄结构迅速年轻化。 目前，中
东地区 １５ 至 ２９ 岁的青年人口达 １．１ 亿人左右，约占地区人口总数的近 ２７％①；１４ 岁

以下少年人口占比达 ２８．１％。② 但中东青年所处的时代充满了经济动荡、就业困难、
政局不稳、国家内战等诸多挑战。 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推进以及个体认同感的增

强，青年对政治变革的诉求明显提升。③

上述现实使某些中东青年运动形式逐渐向两个方向流变。 一是受到西方“民主

促进”政策影响的青年追求世俗的西方式民主观念，对僵化低效的政治体制颇有微

词，呼吁普选政治与人权自由。④ 二是投身于政治伊斯兰运动甚至是伊斯兰极端主

义运动的青年，要么寻求调和伊斯兰教与现代政治的关系，要么追求政治及社会等

方面的伊斯兰复古实践。⑤ 然而，无论哪种政治运动路径，都对当前中东政治的稳定

性造成自下而上的冲击。 从中东变局的发展趋势看，青年的政治参与极易演变为暴

力事件或催发社会失序。 此外，青年看待政治问题的情绪化较为严重，缺乏开阔且

深层次的政治眼界，在日益普及的网络平台上“针砭时弊”时，容易激起一定规模的

民众运动，增加中东国家的政治治理压力。
第二，中东地区人口移民和难民问题成为全球性的治理难题。 学界一般将人口

移民分为两类，即劳工移民与避难移民。⑥ 劳工移民的主要目的是寻求经济机会，海

·２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Ｈａｓｓａｎ Ｉｓｌａｍ ａｎｄ Ｐ． Ｄｙｅｒ，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Ｙｏｕｔｈ，” Ｔｈｅ Ｍｕｓｌｉｍ Ｗｏｒｌｄ， Ｖｏｌ． １０７， Ｎｏ． １，
２０１７， ｐ． ９．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Ｆａｃｔｂｏｏｋ，” ＣＩＡ，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ｉａ． ｇｏｖ ／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ｆａｃｔｂｏｏｋ ／ ｇｅｏｓ ／ ｘｘ．
ｈｔｍｌ，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３ 日。

陈小迁、韩志斌：《中东变局以来阿曼国家治理转型述评》，载《西亚非洲》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第 １１７ 页。
参见 Ｐｅｔｅｒ Ｂｕｒｎｅｌｌ， “ Ｆｒｏｍ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Ａｐｐｒａｉｓｉｎｇ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５６， Ｎｏ． ２， ２００８， ｐｐ． ４１４－４１８；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Ｃ． Ｓｃｈｍｉｔｔｅｒ，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Ｒｅａｌ⁃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Ｖｏｌ． ３３， Ｎｏ． ２， ２０１１， ｐｐ． ４０１－４０３。

Ｄｉｅｔｒｉｃｈ Ｊｕｎｇ， Ｍ． Ｊ． Ｐｅｔｅｒｓｅｎ ａｎｄ Ｓ． Ｌ． Ｓｐａｒｒ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Ｍｕｓｌｉｍ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ｓｌａｍ Ｙｏｕｔｈ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２０１４， ｐｐ． １３２－１３９．

Ｏｒｎ Ｂ． Ｂｏｄｖａｒｓｓｏｎ ａｎｄ Ｈｅｎｄｒｉｋ Ｖａｎ ｄｅｎ Ｂｅｒｇ，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２０１３， ｐ． １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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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地区是这些移民的主要汇集地。 但是外籍劳工普遍认为海湾国民好逸恶劳，加之

雇主的压迫，导致他们时常发起示威活动，呼吁保障劳工权益、建立工会组织等。
２００５ 年至 ２００７ 年间，阿联酋迪拜爆发了超过 ２０ 次有组织的外籍劳工抗议活动，抗
议者要求改善工作条件、提高工资待遇。① 此外，劳工移民也与本国政治思潮联系紧

密。 海湾战争期间，也门、巴勒斯坦等政权支持伊拉克萨达姆政府，致使这些国家的

劳工与海合会政府之间矛盾骤起，以沙特为首的海湾多国将他们驱逐出境。②

就避难移民而言，２０１５ 年逃避战火和政治迫害的中东国家民众数量超过 ２４００
万，占地区总移民数量的 ４５％。 其中，叙利亚有超过 ７１０ 万的避难移民，伊拉克有

４７０ 万，约旦有 ２９０ 万，黎巴嫩有 １５０ 万，也门和土耳其各有 ２８０ 万③，利比亚 ２０１１ 年

的统计数据则超过 １００ 万人。④ 上述国家的移民问题有的主要表现为移民输出，有
的主要表现为移民输入，也有少数国家同时存在显著的移民输入和输出。 一方面，
避难移民使用或侵占移民接收国民众所享有的公共资源，还因教派等问题造成了一

定程度的矛盾冲突。 另一方面，部分移民具有强烈的政治诉求，进而引发了群体性

武装冲突。 如巴勒斯坦政治移民相继牵涉到约旦“黑九月事件”⑤、黎巴嫩内战等战

乱冲突中。⑥ 除此之外，近年来中东地区逃避战火的民众还引发了波及欧洲的难民

危机，很多欧洲国家疲于应对难民偷渡以及暴恐袭击等事件。 这加深了欧盟的内部

分歧，使西方政治生态趋于保守化，不利于全球治理合作的开展。
第三，中东国家宗教及民族的人口数量变动触发四类政治权利问题。
一是少数族裔对主体民族的政治冲击，尤以土耳其的库尔德人为代表。 ２０１１ 年后，

库尔德人在纷乱的地缘局势中实力渐强，所谓“阿拉伯之春”演变为“库尔德之春”。⑦ 影

·３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Ｌｏｕａｙ Ｂａｈｒｙ， “Ｑａｔａｒ：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Ｒｅｆ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ｉｎ Ａｂｂａｓ Ｋａｄｈｉｍ， ｅ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Ａ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１４， ｐ． ２８７．

Ｎｅｉｌ Ｑｕｉｌｌｉａｍ，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ｕｌｆ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ｉｎ Ｔｏｍ Ｐ． Ｎａｊｅｍ ａｎｄ Ｍａｒｔｉｎ Ｈｅｔｈｅｒｉｎｇｔｏｎ，
ｅｄｓ．， Ｇｏｏ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Ｏｉｌ Ｍｏｎａｒｃｈｉｅ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０３， ｐ． ４１．

Ｐｈｉｌｌｉｐ Ｃｏｎｎｏｒ， “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ｓ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Ｄｏｕｂｌｅｓ Ｓｉｎｃｅ ２００５，” Ｐｅ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８，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ｐｅｗｇｌｏｂａｌ． ｏｒｇ ／ ２０１６ ／ １０ ／ １８ ／ 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ｓ⁃ｍｉｇｒａｎｔ⁃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ｏｒｅ⁃ｔｈａｎ⁃
ｄｏｕｂｌｅｓ⁃ｓｉｎｃｅ⁃２００５ ／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Ｋａｒｉｎ Ｌａｕｂ， “Ｌｉｂｙａｎ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Ａｔ Ｌｅａｓｔ ３００００ Ｄｉ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Ｗａｒ，” Ｓａｎ Ｄｉｅｇｏ Ｕｎｉｏｎ⁃Ｔｒｉｂｕｎｅ，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８，
２０１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ａｎｄｉｅｇｏｕｎｉｏｎｔｒｉｂｕｎｅ． ｃｏｍ ／ ｓｄｕｔ⁃ｌｉｂｙａｎ⁃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ａｔ⁃ｌｅａｓｔ⁃３００００⁃ｄｉｅｄ⁃ｉｎ⁃ｔｈｅ⁃ｗａｒ⁃２０１１ｓｅｐ０８⁃ｓｔｏｒｙ．
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

“黑九月事件”指 １９７０ 年 ９ 月约旦政府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之间的严重流血冲突事件。 由于巴解组

织的激进分支“人民阵线”劫持西方客机，巴勒斯坦人支持叙利亚军队入侵约旦，以及巴解游击队与约旦政府的

长期矛盾，约旦政府军对境内的巴解武装发动大规模进攻，据称巴勒斯坦游击队员超过 ４，０００ 人死亡，巴勒斯坦

难民则死伤数万人。
Ａｖｉ Ｓｈｌａｉｍ， Ｌｉｏｎ ｏｆ Ｊｏｒｄａｎ 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ｏｆ Ｋｉｎｇ Ｈｕｓｓｅｉｎ ｉｎ Ｗａｒ ａｎｄ Ｐｅａｃ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Ｖｉｎｔａｇｅ Ｂｏｏｋｓ，

２００８， ｐｐ． ３１１－３１７．
Ｄａｖｉｄ Ｌ． Ｐｈｉｌｉｐｓ， Ｔｈｅ Ｋｕｒｄｉｓｈ Ｓｐｒｉｎｇ Ａ Ｎｅｗ Ｍａｐ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Ｎｅｗ Ｊｅｒｓｅｙ：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２０１５， ｐ．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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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更为深远的是，库尔德人的生育率较高，人口比重日益上升。 鉴于 ２０１５ 年议会选

举中库尔德政党人民民主党获得 １３．１２％的选票而成为议会第三大党派，有学者认

为，从人口演进的角度看，未来土耳其的政治形势将更加复杂。① 这些情况促使埃尔

多安政府加大了对库尔德人的管控力度，并且因越境打击叙利亚库尔德力量而日益

陷入叙利亚内战。
二是宗教及教派人口变动影响权力平衡。 以黎巴嫩为例，其政治架构建立于教

派分权的原则之上。② 如果教派间人口比重、经济水平等因素发生变化，加之外部力

量的影响，脆弱的政治平衡极易被打破。 近年来，黎巴嫩穆斯林人口数量攀升，已大

幅超过基督徒人口数量，同时什叶派人口数量上升至与逊尼派大体持平。③ 加之成

分复杂的 １５０ 万叙利亚难民流入黎巴嫩，不可避免地加剧伊朗与沙特在“新月地带”
的地缘政治竞争，黎巴嫩本不牢固的政治平衡恐怕难以为继。 类似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黎巴嫩总理哈里里辞职的政治风波可能还将上演。
三是以以色列为代表的不同民族及宗教间的权利抗争。 除极端正统派犹太人

外，世俗化犹太人的生育率较低且进入了老龄社会。 预计 ２０３０ 年时以色列和巴勒斯

坦的犹太人数量将只有现在的 ５６％。 相比之下，阿拉伯人的生育率较高。 正如已故

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所言：“阿拉伯人最好的武器便是生育。”④长期以来，以色

列政府持续关注国内阿拉伯人口数量的变化情况，认为这一问题与以色列的国家安

全及国家的犹太属性紧密联系。⑤ 随着阿拉伯人口数量的急剧增长，在美国大使馆

迁往耶路撒冷、地区局势紧张复杂的背景下，巴勒斯坦人的政治诉求更易被激发，进
而增加地区动荡的可能。

四是以巴林为代表的统治阶层与民众之间的教派矛盾问题。 巴林的统治者为

伊斯兰逊尼派的哈利法家族，但国内什叶派人口占比约 ７２％。⑥ 出于历史、宗教等原

·４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Ｔｒｉｓｔａｎ Ｄｕｎｉｎｇ， “ Ｒｉｓｉｎｇ Ｔｉｄｅ ｏｆ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 Ｓｐｅｌｌｓ Ｔｒｏｕｂｌｅ Ａｃｒｏｓｓ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ｈｅ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 ／ ｒｉｓｉｎｇ⁃ｔｉｄｅ⁃ｏｆ⁃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ｃｈａｎｇｅ⁃ｓｐｅｌｌｓ⁃ｔｒｏｕｂｌｅ⁃
ａｃｒｏｓｓ⁃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３６５９８，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２８ 日。

根据黎巴嫩宪法，黎巴嫩总统、议长和总理分别由基督教马龙派人士、伊斯兰教什叶派人士和伊斯兰

教逊尼派人士担任。 参见 Ｄａｖｉｄ Ｓ． Ｓｏｒｅｎｓｏｎ，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２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Ｂｏｕｌｄｅｒ： Ｗｅｓｔｖｉｅｗ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４， ｐｐ． ３１１－３１２。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Ｆａｃｔｂｏｏｋ： Ｌｅｂａｎｏｎ，” ＣＩＡ，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ｉａ． ｇｏｖ ／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ｆａｃｔｂｏｏｋ ／
ｇｅｏｓ ／ ｌｅ．ｈｔｍｌ＃Ｐｅｏｐｌｅ，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２６ 日。

Ｇｒｅｇｇ Ｒｏｍａｎ， “Ｔｈｅ Ｍｙｔｈ ｏｆ Ｉｓｒａｅｌｓ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Ｄｏｏｍｓｄａｙ，”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Ｆｏｒｕｍ，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ｍｅｆｏｒｕｎ．ｏｒｇ ／ ６４２１ ／ ｔｈｅ⁃ｍｙｔｈ⁃ｏｆ⁃ｉｓｒａｅｌ⁃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ｄｏｏｍｓｄａｙ，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２６ 日。

Ｆａｎｉａ Ｏｚ⁃Ｓａｌｚｂｅｒｇｅｒ ａｎｄ Ｙｅｄｉｄｉａ Ｚ． Ｓｔｅｒｎ， Ｔｈｅ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Ｂｒｉｇｈｔｏｎ：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４， ｐ． ３６．

Ｒａｙｍｏｎｄ Ｈｉｎｎｅｂｕｓｃｈ，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３， ｐ． １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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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哈利法家族认为什叶派民众是伊朗的代理人①，对他们实行就业和福利歧视，禁
止其加入军队，并在政治上将其边缘化。② 此外，哈利法家族为维护自身统治，对外

来阿拉伯人及非阿拉伯人逊尼派实行“政治归化”政策，以求抵消什叶派的人口优

势。③ 这引起了巴林国内什叶派的普遍不满，导致数次抗议活动的爆发并在 ２０１１ 年

演变为暴力冲突。

三、 人口治理与中东国家的经济发展

２１ 世纪以来，中东地区经济发展缓慢，多数国家的 ＧＤＰ 增长率起伏不定。 一方

面，中东共和制国家的工业化水平较低，错过了 ２１ 世纪初期世界制造业转型升级的

窗口期，在全球经济体系中沦于边缘地位。 近年来中东变局引发的发展困境依然存

在，导致地区国家经济迟迟未能恢复。 另一方面，以海湾国家为代表的中东君主制

国家多元化进程缓慢，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 除国际环境、政策机制等因素外，
人口问题也对中东国家的经济发展形成了多重挑战。

第一，大多数中东共和制国家的人口总量及年龄结构未能形成人力资源优势。
相反，日益膨胀的人口数量稀释了经济发展成果。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１６ 年，西亚北非地区

的人均 ＧＤＰ 增长率仅为 １．９８％；同期地区人口增长率则达到了 ２．０２％。 在也门、埃
及、突尼斯及阿尔及利亚，经济增长率远远赶不上人口增长率。 依据人口经济学的

“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人口增长抵消了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成果，迫使人均收入退

回到原有水平。④ 令人担忧的是，中东变局至今，该地区的“人口陷阱”效应仍在持

续，虽然自 ２０１５ 年开始情况逐渐好转，但未来宏观经济和人均收入能否实现持续增

长还有待观察。
当前中东共和制国家的人口年龄结构潜力巨大，正处于“人口窗口期”。 数量庞大的

青年具备了劳动生产能力，由平均消费多于生产的“赤字年份”转为了“盈余年份”。⑤

２０１６ 年，中东大多数国家属于成年型人口年龄结构，社会负担较轻，国民经济应呈现

·５６·

①

②

③

④

⑤

Ｕｚｉ Ｒａｂｉ ａｎｄ Ｊｏｓｅｐｈ Ｋｏｓｔｉｎｅｒ， “Ｔｈｅ Ｓｈｉｉｓ ｉｎ Ｂａｈｒａｉｎ： Ｃｌａｓｓ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Ｐｒｏｔｅｓｔ，” ｉｎ Ｏｆｒａ Ｂｅｎｇｉｏ ａｎｄ
Ｇａｂｒｉｅｌ Ｂｅｎ⁃Ｄｏｒ， ｅｄｓ．， 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Ｗｏｒｌｄ， Ｂｏｕｌｄｅｒ： Ｌｙｎｎｅ Ｒｉｅｎｎｅｒ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１９９９， ｐ． １７７．

Ｒｏｄｍａｎ Ｒ． Ｂｕｎｄｙ， “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Ｄｅ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Ｇｕｌｆ，” ｉｎ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Ｓｃｈｏｆｉｅｌｄ， ｅｄ．，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ｕｌｆ Ｓｔａｔｅ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ＵＣＬ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４， ｐ． １８４．

Ｊｕｓｔｉｎ Ｇｅｎｇｌｅｒ， Ｇｒｏｕｐ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Ｂａｈｒａｉ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Ｇｕｌｆ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ｎｔｉｅｒ Ｓｔａｔｅ， Ｂｌｏｏｍｉｎｇｔ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ａｎａｐｏｌｉｓ： Ｉｎｄｉａ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５， ｐ． ４３．

Ｘａｎ Ｒｉｃ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ｌｏｓｉｏｎ 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ｓ ｔｏ Ｔｒａｐ Ａｆｒｉｃａ ｉｎ Ｃｙｃｌｅ ｏｆ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Ｔｈｅ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５，
２００６，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ｔｈｅｇｕａｒｄｉａｎ．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０６ ／ ａｕｇ ／ ２５ ／ ｕｇａｎｄａ．ｍａｉｎｓｅｃｔｉｏｎ，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Ｙｏｕ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Ｙｏｕｔｈ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ｍｅｙｉ．ｏｒｇ ／ ａｐｐｓ ／ ｓｅａｒｃｈ？ｑ ＝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ｏｆ＋Ｙｏｕ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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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正是经济起飞和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见下表）。
然而，“人口红利”如果无法有效释放，将导致一个极为严峻的问题：一代人之后，整
个地区的人口年龄结构将转变为老年型，这对地区国家的经济发展动力与社会资源

分配构成了潜在的风险。 因此，如若错过了“人口窗口期”，不能利用人口结构优势

发展经济并积累财富，数十年后中东国家所承受的经济与社会治理压力将会成倍

增长。

中东共和制国家人口年龄结构情况

国家 年龄结构类型 老年人口系数 儿童少年人口系数 老少比 年龄中位数

阿富汗 年轻型 ２．５７％ ４１．０３％ ６．２６％ １８．６ 岁

阿尔及利亚 成年型 ５．５％ ２９．０６％ １８．９３％ ２７．８ 岁

埃及 成年型 ４．１７％ ３３．２１％ １２．５６％ ２３．８ 岁

伊朗 成年型 ５．４％ ２３．６５％ ２２．８３％ ２９．４ 岁

伊拉克 年轻型 ３．３９％ ３９．８８％ ９．７８％ １９．９ 岁

以色列 年老型 １１．０９％ ２７．７３％ ３９．９９％ ２９．７ 岁

黎巴嫩 成年型 ６．６４％ ２４．６５％ ２６．９７％ ２９．９ 岁

利比亚 成年型 ４．２２％ ２４．１７％ １６．１３％ ２８．５ 岁

叙利亚 成年型 ４．１１％ ３４．９５％ １２．８６％ ２４．１ 岁

突尼斯 年老型 ８．２％ ２３．０２％ ３５．６２％ ３２．４ 岁

土耳其 年老型ａ ７．３％ ２５．０８％ ２９．１１％ ３０．５ 岁

也门 年轻型 ２．７％ ４０．４８％ ６．６７％ １９．２ 岁

资料来源： “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Ｆａｃｔｂｏｏｋ，” ＣＩＡ，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ｉａ． ｇｏｖ ／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ｔｈｅ⁃ｗｏｒｌｄ⁃
ｆａｃｔｂｏｏｋ ／ ｇｅｏｓ．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ａ．土耳其属于年老型年龄结构初期，仍有一定

人口潜力有待发挥。

中东国家“人口红利”被抑制的主要原因是个人的经济贡献率过低，不能产生较

高的劳动力价值。 首先，埃及、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等国公共部门雇佣率过高，埃及

甚至超过 ３５％。 正如欧洲研究者所言，公共部门较低的人力资源比重不一定确保经

济的强劲增长，但高比重则可能扼杀经济发展的动力。① 就中东国家而言，公共部门

几乎成为政府机关的代名词，少量担负生产建设任务的部门也不可避免地效率低下

且体制僵化。 其次，中东地区的教育和培训体制存在明显短板，人力资源的整体水

平较低，许多大学毕业生的能力无法满足用人单位的需求，有学者将这一现象描述

·６６·

① 孙罗南：《经济问题是中东变革“导火索”》，载《经济导报》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第 Ａ４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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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技能错配”（ｓｋｉｌｌｓ ｍｉｓｍａｔｃｈ）①。 对于管理岗位而言，私营企业普遍关注青年的语

言表达、团队协作、应急处理等非认知素质，这些正是中东地区高校毕业生所欠缺

的。② 就应用技能岗位而言，该地区教育体制培养高需求技术及专业领域人才的能

力较弱，并且软硬件条件均比较一般，不利于帮助学生提高职业能力。③

第二，中东产油国的人力资源矛盾掣肘了经济转型发展。 相对于中东共和制国

家，海湾国家经济看似成功，却仍在全球经济震荡的影响下具有巨大脆弱性。④ 特别

是巴林和阿曼，两国的石油资源或已经枯竭或储量较少，但它们在经济转型道路上

并非一帆风顺，甚至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境。 简言之，经济多元化转型是对经济类

别与生产手段的变革，强调政策支持、资金输入、产业联动与人力资源供给。 然而，
海湾君主国大多受制于以下两个方面的人力资源矛盾。

其一，海合会国家普遍受到劳动力不足的羁绊。 尽管这些国家的人口出生率很

高，但仍然无法满足庞大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服务需要。⑤ 因此，海湾君主国不得不依

赖外籍劳工从事生产活动。 ２０１４ 年，中东地区的劳工移民数量达到 ３，１００ 万，海湾

地区的外籍劳工人数便占到地区劳工移民总数量的 ７９．４％⑥；２０１５ 年，科威特、阿联

酋、卡塔尔的外籍劳工甚至超过总劳动人口的 ９０％。⑦ 二是外籍劳工长期主导生产

服务性工作岗位，反而不利于海湾本地民众的自我提升与发展。 而海湾国家民众对

工作环境挑剔，不愿从事体力劳动。⑧ 与此相对应，除少数精英外，海湾国民大多无

法胜任私营部门的技术及管理岗位工作。 在福利国家的制度保障下，民众并没有进

入并主导劳动力市场的诉求，最终导致海湾君主国至今仍未形成能够真正代表本国

先进生产力的社会阶层或群体。 各国国民在社会经济发展中主要扮演的是“老板”

·７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Ｈｙａｍ Ｍ． Ｎａｓｈａｓｈ，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ｎｔ ｏｆ Ｓｋｉｌｌｓ Ｍｉｓｍａｔｃｈ Ａｍｏｎｇ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 ｏｆ Ｐｒｉｎｃｅｓｓ
Ａｌ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Ｖｏｌ． ６， Ｎｏ． １７， ２０１５， ｐ． １８０； Ｅｌｉｓｅ Ｇｏｕｌｄ， “Ｓｔｉｌｌ Ｎｏ
Ｓｉｇｎ ｏｆ ａ Ｓｋｉｌｌｓ Ｍｉｓｍａｔｃｈ： 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Ｉｓ Ｅｌｅｖａｔｅｄ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Ｂｏａｒ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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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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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ｅｎｔｅｒ，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８，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ｐｅｗｇｌｏｂａｌ． ｏｒｇ ／ ２０１６ ／ １０ ／ １８ ／ 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ｓ⁃ｍｉｇｒａｎｔ⁃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ｏｒｅ⁃ｔｈａｎ⁃
ｄｏｕｂｌｅｓ⁃ｓｉｎｃｅ⁃２００５ ／ ，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２３ 日。

Ｔａｒｅｑ Ｙ． Ｉｓｍａｅｌ， Ｊ． Ｓ． Ｉｓｍａｅｌ ａｎｄ Ｇ． Ｅ． Ｐｅｒｒｙ，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 ｐ． ５０９．

Ｉｂｉｄ．， ｐ． ５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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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以至于许多研究者称其为“食利国家”。①

虽然海湾君主国针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改革，但效果差强人意。 一方面，劳动力

的本土化政策遭到诸多批评阻碍。 阿曼政府官员私下承认，政府不能强迫私营公司

雇佣缺乏培训的阿曼人去代替印度人，并且前者的工资是后者的三到五倍。 巴林的

企业高层则抱怨：“巴林人没有工作是因为没有技能。 哪有巴林人能胜任外国人的

工作？ 即使司机这类工作都找不到人做。”②另一方面，改革政策往往存在悖论。 沙

特“２０３０ 愿景”的目标之一就是加快私有化进程，利用市场活力解决就业问题。 然

而，从 ２０ 世纪末期沙特推行私有化改革伊始，政府为了保证沙特人就业，附带了私有

化劳工合同，使原公共部门的沙特人继续留任。③ 经验表明，如果政府提速私有化进

程，不可避免地要取消这些保证条款，这意味着沙特人必然面临着失业。
第三，中东人口空间结构演进处于高速城市化阶段，造成了劳动力过度集聚与

城乡经济失衡等问题。 二战结束后，中东地区的城市化增速位居世界前列。 ２０１５
年，中东地区有 １８ 个国家超过了城市化转折点④；科威特、卡塔尔的城市化比例早已

达到 ９８％以上，成为名符其实的“城市国家”。⑤ 然而，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西亚

北非地区的城市化人口流动较为盲目。 乡村劳动力大多为了经济及生活目的进入

城市，但并没有立即纳入到现代工业部门，而是从事商贩、非熟练服务人员、手工业

者、建筑工人等职业，亦即流入到所谓的“城市传统部门”，随后才能缓慢过渡到现代

工业部门。⑥ 例如，叙利亚约 ４２％、埃及约 ５５％的城市人口从事小贩、运输司机、洗衣

工等工作岗位。⑦

事实上，中东国家的经济政策很少能够为乡村到城市的人口空间结构转换预留

缓冲地带，这也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治理通病。 在发展经济学视域下，阿瑟·刘易

·８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Ｌｉｓａ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 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ｙ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ｉｎ Ｈｉｓｈａｍ Ｓｈａｒａｂｉ， ｅｄ．， Ｔｈｅｏｒ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Ｗｏｒｌｄ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１９９０， ｐｐ． ３７－４５．

Ｍａｒｃ Ｖａｌｅｒｉ， “Ｓａｔｅ⁃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Ｇｕｌｆ：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 Ｂａｈｒａｉｎ ａｎｄ Ｏｍａｎ，” ｉｎ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Ｈｕｄｓｏｎ ａｎｄ Ｍｉｍｉ Ｋｉｒｋ， ｅｄｓ．， Ｇｕｌ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ｉｎ ａ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 ｐｐ． ６７－７１．

Ｔｉｍ Ｎｉｂｌｏｃｋ ａｎｄ Ｍｏｎｉｃａ Ｍａｌｉｋ，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ｐ． １１２．
城市化转折点是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 ５０％，目前中东地区只有埃及、也门、阿富汗的城市化

比例低于 ５０％。 参见 “Ｕｒｂａ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ＳＰ．
ＵＲＢ．ＴＯＴＬ．ＩＮ．Ｚ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ＺＱ⁃ＡＦ，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Ｇｅｏｆｆｒｅｙ Ｐａｒｋｅｒ，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 Ｃｉｔｙ Ｔｈｅ Ｃｉｔｙ⁃ｓｔａｔ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５， ｐ． ２１９； Ｄａｖｉｄ Ｒｏｂｅｒｔｓ， Ｑａｔａｒ： Ｓｅｃ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ｍｂ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 Ｃｉｔｙ⁃Ｓｔａｔ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Ｈｕｒｓｔ ＆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２０１１， ｐ． １６．

［美］迈克尔·Ｐ． 托达罗、［美］斯蒂芬·Ｃ．史密斯：《发展经济学（第 １１ 版）》，聂巧萍、程晶蓉、汪小雯

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第 ４３５－４６０ 页。
Ｋｅｉｔｈ Ｃｒａｎｅ， Ｓ． Ｓｉｍｏｎ ａｎｄ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Ｍａｒｔｉｎｉ， “Ｆｕｔｕｒ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Ｗｏｒｌ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ｒｅｎｄｓ，” ｐ．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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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Ａｒｔｈｕｒ Ｌｅｗｉｓ）等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城市与乡村中的现代工业部门与传统农

业部门处于二元经济结构并存状态，推进工业化旨在将二元结构合并为同质的一元

经济结构。① 但事与愿违，许多中东国家的工业化政策促使人口集聚到城市，却未能

将二元并存的经济结构合二为一。 这使得中东地区工业化水平低下的城市区域占

有了大量的人力和生产资料，同时乡村地区从事初级生产活动的劳动力稀缺，进而

造成了人口空间结构超速转变、工业化演进动力缺失等结果。

四、 人口治理与中东国家的社会文化观念

人口与社会是密不可分的整体，人口文化是社会文化的重要分支。 正如现代化

理论家所述，生育观念等人口问题与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过程相辅相成。② 中东国家

人口的婚姻、生育、性别、族群等观念受到宗教、文化、群体认同等因素影响，尚未全

面形成现代人口观念，削弱了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甚至导致不同族群、教派间社会

文化上的群体割裂现象，迟滞了社会发展的现代化进程。 中东人口文化观念存在的

问题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 中东地区的婚育观受到传统、保守观念的影响。 以婚姻观念而论，近

亲结合及一夫多妻是该地区传统文化观念的遗产。 据统计，中东地区约 ２５％至

３３％的女性嫁给了堂兄弟或亲属。③ 根据伊斯兰教法和文化习俗，在保证待遇平

等的前提下，男性可以迎取四个妻子，这一风俗在阿拉伯半岛尤为突出。 同时，在经

济欠发达以及伊斯兰教观念浓厚的地区，早婚早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④ ２０１３ 年阿

富汗 ５３％的结婚女性年龄低于 １８ 岁，２１％的女性低于 １５ 岁。 也门每年超过一半的

结婚女性小于 １８ 岁，其中不乏年仅 ８ 岁的“小新娘”。⑤ ２０１１ 年以来，流入约旦的叙

利亚难民童婚比例从 １３％上升到 ３２％。⑥ 即使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土耳其，童婚

·９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蔡昉：《刘易斯转折点：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第 ７－９ 页。
［美］安斯利·科尔：《人类的人口史》，载［美］西里尔·布莱克主编：《比较现代化》，杨豫、陈祖洲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版，第 ３０８ 页。
Ｈｏｄａ Ｒａｓｈａｄ， Ｍ． Ｏｓｍａｎ ａｎｄ Ｆａｒｚａｎｅｈ Ｒ． Ｆａｈｉｍｉ，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ｕｒｅａｕ， ２００５， ｐ． ５．
Ｓｈｅｈａｄａ Ｎａｈｄａ， “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Ａｇｅ ａｎｄ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Ｇａｚ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Ｗｏｍｅ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Ｗｏｒｌｄ， Ｖｏｌ． ６， Ｎｏ． ２， ２００８， ｐｐ． ３１５－３２３．
Ｈａｌｅｙ Ｓｗｅｅｔｌａｎｄ Ｅｄｗａｒｄｓ， “Ｙｅｍｅｎｓ Ｃｈｉｌｄ Ｂｒｉｄｅ Ｂａｃｋｌａｓｈ，”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ｐｒｉｌ ３０， ２０１０， ｈｔｔｐｓ： ／ ／

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ｃｏｍ ／ ２０１０ ／ ０４ ／ ３０ ／ ｙｅｍｅｎｓ⁃ｃｈｉｌｄ⁃ｂｒｉｄｅ⁃ｂａｃｋｌａｓｈ⁃２ ／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２８ 日。
Ｂｅｎｅｄｅｔｔａ Ｂｅｒｔｉ， “ Ｔｈｅ Ｓｙｒｉａｎ Ｒｅｆｕｇｅ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５， ｐｐ． ３４ － ３５； Ａｂｉｇａｉｌ Ｒ． Ｅｓｍａｎ， “ Ｔｈｅ Ｎｅｘｔ Ｓｙｒｉａｎ Ｒｅｆｕｇｅ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Ｃｈｉｌｄ Ｂｒｉｄｅｓ，”
Ｆｒｏｎｔｐａｇｅ，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９，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ｆｒｏｎｔｐａｇｅｍａｇ．ｃｏｍ ／ ｆｐｍ ／ ２６１９８１ ／ ｎｅｘｔ⁃ｓｙｒｉａｎ⁃ｒｅｆｕｇｅｅ⁃ｃｒｉｓｉｓ⁃ｃｈｉｌｄ⁃ｂｒｉｄｅｓ⁃
ａｂｉｇａｉｌ⁃ｒ⁃ｅｓｍａｎ，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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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也高达 ２８．２％。①

就生育观念而言，中东的宗教文化普遍鼓励多生多育、多子多福。② 联合国卫生

署东地中海办公室研究员阿卜杜·拉希姆·奥姆兰（Ａｂｄｅｌ Ｒａｈｉｍ Ｏｍｒａｎ）指出，《古
兰经》并没有禁止节育、人口控制的经文，也没有对生育间隔的明确表述，原因是真

主“洞悉一切”以及伊斯兰教永恒不灭，不会受人口增减的影响。③ 此外，伊斯兰教认

为家族是社会的基础，只要家族成员幸福安康，社会平稳发展，便可以实行某种程度

的生育控制。 但是，宗教学者认为终止妊娠是杀婴行为而被伊斯兰教法明令禁止，
因此伊斯兰教的生育控制行为严格限定在受孕之前。④ 当前，中东地区宗教团体往

往发挥着非政府组织的作用⑤，它们恰恰欠缺人口生育方面的现代化理念，本地区生

殖健康服务体系不健全的现实，都不利于抑制过高的生育率。
第二， 中东地区的不平等两性观，是人口治理与社会文化现代化演进动力

不足的重要原因。 中东地区的两性差异并不是依据自然的生理属性划分，而是

在社会文化、家庭生活、经济机会、政治权利等多方面表现为一种男尊女卑的特

征。⑥ 沙特的不平等两性观念最具代表性，沙特妇女从衣食住行到就业参政，都
受到了法律与风俗的限制。⑦ 萨勒曼国王上台以来，尽管沙特已经扩大了某些

女性权利，如允许女性驾车等，但大多数沙特女性仍然处于性别隔离状态。 此

外，受中东地区传统观念的影响，女性的价值属性仍然局限于生育及抚育子女等

家庭事务领域，其社会价值并没有发挥出来。⑧ 早婚行为缩短了女性受正规教育

的年限，陷入了低教育水平、低社会融合度、低工资水平、高失业率及高生育率的

循环。
有学者认为，赋予妇女相应的权利，不仅可以改善她们在社会及经济发展过程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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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Ｔｕｒｋｅｙ： Ｃｈｉｌｄ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ｄ， Ｊｕｌｙ １７， ２０１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ｎｆｐａ． ｏｒ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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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变她们的社会角色和心理期望。① 发展中国家的历史

经验表明，如果政府推行增加女性权利、转变不平等两性观念的政策，未来中东女性

所拥有的健康婚育行为、良好教育经历以及积极的工作态度，将改变传统妇女依附

于丈夫、单纯负责生育子女、操持家务的妻子和母亲的角色。 当面对婚姻年龄、生育

子女数量及生育间隔等问题时，她们会理性地权衡个人发展与生育成本及效益之间

的关系，进而使女性做出降低生育率及追求生育质量的决策，从而推动中东地区逐

渐形成女性权利、生育观念与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
第三， 中东地区的族群意识是政治与社会文化割裂的根源。 中东伊斯兰世界从

来不是一个步伐统一和目标一致的整体，它被宗教派系、种族认同、部落纷争等因素

分割成了零散而复杂的国家和地区单元。② 中东地区既有阿拉伯、波斯、犹太、库尔

德、普什图、科普特、柏柏尔等种族，又存在着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逊尼派和什

叶派及其分支等一系列宗教和教派，形成了多民族、多宗教、多教派的族群意识结

构。 此外，中东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大多为威权人物推动，其间受到西方势力的

干涉与扰乱，具有偶然性与强制性的特点。 国家构建速度明显快于民族构建，从而

形成了国家民族（ｓｔａｔｅ⁃ｎａｔｉｏｎ），缺乏循序渐进的认同过程，造成人口文化中自我叙事

的族群意识较为强烈。③

除催生政治冲突外，族群意识还对社会稳定与人口治理政策的贯彻实施产生阻

碍。 一方面，中东社会因不同族群间的矛盾与隔阂无法形成统一的共识，不利于社会的

凝聚，政治经济资源竞争更多地表现为短期利益交换甚至“零和博弈”。 此外，除目的

性联姻等方式外，族群意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以婚姻、迁移等为手段的社会交往和流

动，从而固化并加强了地方主义倾向。 另一方面，中东地区较强的族群意识造成了不同

群体间人口观念差别显著的局面，不利于政府制定统一的人口政策，一般性人口政策的

实施效果也因此大打折扣。 特别是北非和阿拉伯半岛一些国家仍存在较多的部落群

体，它们的生育传统和人口文化的特异性较强，人口政策很难在“部落孤岛”上推行。

五、 余　 论

中东国家长期积累的人口问题羁绊着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成为中东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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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体系中的主要矛盾之一。 中东国家不仅要解决当前的人口问题，还要聚焦未来

人口形势及其与政治、经济、社会的互动，从国家治理体系上把握人口治理的基本矛

盾、转型方向与推进效果，进而为破解国家治理困境找寻出路。 具体而言，在人口治

理视角下，以下三点应成为中东国家破解治理困境的关键。
第一，坚决控制人口规模是中东国家特别是阿拉伯共和制国家的当务之急。 高

速增长的人口不仅造成“人口陷阱”效应，还稀释了政府财政投入，降低了人口质量

提升速度，造成经济资源过度消耗，对中东国家的政治、经济及社会构成严峻挑战。
因此，各国政府必须采取行之有效的手段，降低人口增长率，排除这一羁绊国家治理

与长远发展的隐患。 一是应制定科学合理的人口政策，利用惩奖并重的办法，重点

控制城市的人口增长率，降低城市膨胀对经济资源和公共基础设施的过度消耗，力
求避免发生严重的粮食危机。 二是应建立完善的生殖保障体系，对相关医护人员进

行专业知识培训，提供避孕器具等相关生殖健康服务。
第二，中东国家应以提升人口素质为抓手，尽快释放“人口窗口期”中的劳动力

价值，为经济良性发展注入必不可少的人力资源动力。 一是现阶段需要大力引进劳

动密集型产业，保证青年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增加全社会的劳动参与率。 二是进行

以人力资源需求为导向的教育体制改革，均衡提升人口的综合素质和职业素质。 政

府需要制定政策使部分青年向职业教育分流，细化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的社会功能

差别，重点加大技能培训方面的财政投入，尽早释放“人口红利”。 三是提高妇女地

位，赋予妇女以更多的劳动经济属性。 这不仅可以增加女性的劳动价值，将她们转

变为经济贡献者，而且有利于调整经济部门的劳动力供应关系，使更多男性劳动力

投入到重体力、技术等岗位，使劳动岗位的性别分类合理化。
第三，中东国家应推动社会的传统人口观念向现代科学观念转型，为人口政策

施行及社会发展发挥必要的辅助作用。 中东各国政府需要拓展功能化的施政体系，
在制定和推行统一政策的前提下，采取灵活与多元化的施政手段。 一是根据目前人

口与社会状况，政府应设立专门的人口治理机构或综合发展委员会，负责政策推行

与理论宣传，引导人口观念的现代化转型。 二是针对当前社会的价值取向，根据不

同的族群、宗教、文化观念，以民众易于和乐于接受的形式推广国家人口政策。 三是

注重社会文化嬗变与人口观念转变之间的联动效应，以人口意识现代化转型作为社

会观念发展的突破口，塑造整体性和现代性的社会文化观念，为中东国家治理的现

代化转型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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